
 

新形勢下港府治理需要新思維 

作者：方舟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文章刊載於《信報》2024年 4月 24日 

 

 

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4月 15日在「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活動致詞，對香港實現

由治及興提出五個「需要」。前四點分別是需要守牢國家安全的底線；需要更加堅定

「一國兩制」，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對香港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作用；需要把香港

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好、發揮好；需要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四點非常重要，

也在過去多次提及。 

 

然而其特別值得留意的是夏主任提的第五個需要，即需要主動適應新形勢新挑戰、展

現新擔當，在積極作為、創新創造中實現香港新飛躍。當今世界風雲變幻，香港的內

外部環境也在發生深刻變化。 

 

未來需要「多用新思維、新辦法、新路徑解決面臨的問題」。這「三個新」實質上是

在談政府治理的創新，在新形勢和新問題下需要執政團隊創新管治思維和方式。 

 

這一點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當前大的政治環境已經穩定下來，在順利通過《維護

國家安全條例》，進一步築牢國家安全屏障之後，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成為當前特區

政府最核心的工作。社會對此也已經形成了共識。但在解決經濟發展和民生問題這方

面，目前香港更多地還是用舊模式、舊思維和舊辦法去處理。 

 

助力人民幣國際化 

 

當然，這與整個香港的管治系統大部分還是港英時期遺留下來的「小政府體制」有關。

因為當時真正的統治者是英國人，英國進行「殖民統治」的時候並不是從當地人長遠

的利益考慮，而是以如何利用好香港來為英國創造最大利益為出發點。雖然在「殖民

統治」下英國人也會處理經濟發展問題，但其中一個重要的考慮是，香港本地要產生

足夠的稅務收入，不能成為英國的負擔。在英國人統治後期，也開始處理一些民生問

題，但其本質上還是為了統治穩定，防止港人反抗「殖民統治」。 

 

而現在特區政府自己當家作主，其主動謀劃香港長遠發展、服務香港利益的戰略目標

是與港英政府戰略思維的出發點完全不同的。但是由於過去香港政府的管治訓練體

系都是英國人留下來的模式，所以往往長於做技術性的細節，而短於做大的戰略謀

劃。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夏主任所講的「三個新」是非常有針對性的。尤其是在新

的國際環境和變局之下，「不能用昨天的老眼光看待今天的新形勢，不能用昨天的舊

思維解決今天的新問題」。那麼，在既有優勢面對新形勢新問題時應該如何用新思維



 

應對呢？ 

 

夏主任在講話中指出，香港傳統優勢不是一成不變的，「金字招牌」也不是一勞永逸

的。金融中心是香港最大的「金字招牌」，但是其在今天也遇到了新的挑戰。目前香

港股市的市值處於歷史上偏低的時期，當然，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涉及歐美資金流走，

眼下的低值也不能反映香港發展的基本面。但香港金融業的發展在周期性問題之外，

其模式上還存在着結構性的問題。傳統香港的金融運營模式過於依賴西方歐美資本，

但在如今的國際大變局之下，寄希望於歐美資本短期內大規模回流是不可能的。在這

種情況下，香港需要用新的戰略思維來推動金融業取得新發展，而其中的關鍵是培育

壯大人民幣離岸市場。 

 

2024 年初，習主席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推動金融高品質發展專題研討班提出建設

「金融強國」需要強大的貨幣。強大的貨幣意味着人民幣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貨幣之

一，儘管這個過程還需經歷較長時間，但香港要主動思考自身扮演的角色。實際上，

當未來人民幣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貨幣之一時，香港應該起到類似今天倫敦在離岸美

元市場的作用。目前，國家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愈來愈鼓勵外方持有人民幣，而

由於內地實施資本管制且國際市場上人民幣的用途也相對有限，所以香港有必要利

用自由港優勢來提升外國投資者持有人民幣的誘因。雖然今天香港是最大的離岸人

民幣市場，但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存款不過一萬億元左右，相比內地 M2 達 300 萬億

元人民幣的規模差距甚遠，市場上交易的人民幣產品和規模也相對有限，未來需要一

個更大規模、交易更活躍的離岸人民幣市場。 

 

具體而言可以從四方面入手。第一是完善人民幣計價股票市場，適時發展人民幣計價

股票 IPO 市場。譬如，擴大港交所人民幣計價股票規模、提高中資造市商數量、擇

時推出人民幣計價股票在一級發行市場的上市集資等等。第二是提高離岸人民幣債

券債市場多樣性和提升市場化程度，豐富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多樣性，鼓勵更多境內

優質發債人來港發債。第三是開展全球人民幣債券回購業務。香港可以進一步吸引世

界各大離岸人民幣中心和更多持有中國債券的國家或地區央行參與，將其總量龐大

且足夠分散的人民幣債券作為抵押品，進行人民幣拆借交易。同時也有必要繼續優化

和完善「債券通」功能，盡快將其交易擴展至回購業務。第四是豐富人民幣衍生產品，

為不同風險偏好投資者提供更多選擇。未來可以開發人民幣債券、人民幣指數和人民

幣股票或 ETF的期貨/期權等，直接與人民幣證券產品掛鈎的人民幣風險管理工具，

在吸引不同風險偏好投資者的同時，也能夠助力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航運業也是香港傳統的優勢產業，曾經一度雄踞全球最大的貨櫃碼頭之首。然而，國

際航運界研究機構 Alphaliner 最新數據顯示，香港貨櫃碼頭吞吐量連續 7 年下跌，

2023年更是有記錄來首次跌出全球十大貨櫃港口之列，排名第 11位。當然，特區政

府也解釋了該機構在統計方法的問題，其將洛杉磯港和長灘港合併為一個港口計算，

導致香港被擠出。不過，現在最重要的不是第十位還是第十一位的問題，而是背後深



 

刻的結構性變化。 

 

在「中國+1」的大背景下，為規避不可抗力和監管風險、節約人力成本，許多原先投

資於中國的產業發生了轉移，很多生產線轉移到東南亞的新興經濟體。特別是對過去

以出口加工貿易為主的珠三角地區，產業轉移的影響更加深刻。如果留意去年世界前

十大港口的增長速度，除了大幅下跌的香港，其實同處華南地區的深圳港（-0.5%）

和廣州港（1.8%）的增速在其中也排名倒數。這是外部環境導致大灣區經濟模式發生

了轉變。而在大灣區內部，香港港口碼頭的價格比周邊深圳和廣州的港口成本貴是不

爭的事實。雖然香港港口的清關效率高一點，但成本的長期劣勢還是制約了香港航運

發展。在這樣的內外部大趨勢下，發展航運也需要新的思維來應對大格局的變化。 

 

一方面，未來需要積極推進航運服務業轉型。香港可以依靠自身的金融業基礎和良好

的法律保障，參考倫敦的模式在船舶融資、海事保險、航運仲裁、新能源等方面入手

來轉型以提升競爭力。另一方面，可以推動大灣區共享港口設施。參考上海和浙江共

同開發建設洋山港的模式，探索將葵涌港和深圳西部的蛇口大鏟灣港區搬到桂山島

建設一個新的深水港區。同時還可以加強與珠海和澳門的合作，將其現有的航運貨櫃

碼頭也轉移到桂山港，打造一個四城共建的全新智能化國際自由深水港。 

 

在處理好舊優勢的基礎上，香港還應努力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而這也離不開新思

維。過去政府支援業界或新產業的發展往往是以簡單的「派錢」為主要手段，更重視

程序的公平公正，而沒有以結果為導向，重視政策對產業最終進步產生的實際效果。

因為香港政府過去沒有制定產業政策的經驗，所以在推動產業發展方面的政策制定

上還需要更多地借鑑學習其他地方的經驗。即使是像美國這樣過去鼓吹自由化的經

濟體，在發展晶片產業的時候，也出台了《晶片法案》，實施了大量的補貼及刺激政

策。甚至美國還使用政治手段逼迫台積電、三星等晶片龍頭企業在其本土設廠生產。

香港在政府引導產業發展方面才剛剛起步，未來還可以更多地用新思維來制定產業

支持政策。 

 

另外，在涉及北部都會區發展等重大項目和土地、房屋等重大民生問題時也需要有新

思維。如果以老套路老思維來推進這些，雖然政府很努力做，但仍然需要很長時間的

時間來完成。在以前的模式下，如果打造一個「新市鎮」，從規劃到市民入住需要花

費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北都「特區」開放外勞 

 

以北部都會區的建設為例，它不僅關係香港經濟發展和創科等新產業培育，同時也是

關乎解決房屋問題的重大平台。然而，北都在舊的發展思維下存在五大問題。一是整

體規劃缺乏國家戰略高度的思維；二是仍然沿用舊有「新市鎮」的開發模式；三是成

熟的產業政策尚未成形；四是規劃、收地、環評等行政程式繁瑣；五是本地工程建設



 

能力嚴重不足。 

 

未來應該探索用新思維來建設北都，比如不採用傳統的政府「收地再賣出」的開發模

式，而是參考內地的「城中村」開發模式。由香港與內地甚至海外具相當實力的政府

投資公司合作成立開發公司負責收地開發，考慮允許土地業權人（不論是地產商還是

原居民）以「地權換公司股權」的方式入股開發公司，通過多方共享未來建設成果來

激勵整體建設進程提速。同時，在北部都會區的特定區域可以開放外勞參與建設，打

造特區中的「特區」，進一步加快工程建設速度。總之，無論是在鞏固提升舊優勢、

培育新經濟增長點，還是重大發展項目、改善重大問題上，政府都需要形成新的管治

思維和模式。 

 

如今大家都同意要着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但在大的變局下要如何做才能令香港真

正突破目前的困境？夏寶龍主任的講話其實已經非常有針對性地點出了未來的關鍵

與方向，執政團隊需要不斷創新思維，突破舊的發展模式，帶領香港繼續向前。 

 


